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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疆的政区变动 

与中央治边方略的演变(1900～1965) 

孙宏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 100005) 

【摘 要】1900～1965 年，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政区几度调整，省级政区和沿边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都发生重大

变化，特别是西康省在 1939 年设立，1955 年被撤销；广西省在 1958 年改为广西僮族自治区，1965 年改称广西壮

族自治区。西藏地方则经历了从呼吁建立行省到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变化。这些调整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呈现

出从“一体化”到民族区域自治演变的鲜明特点，既反映这 60 多年间我国边疆地区政区变动的某些特点，又反映

出不同历史背景下中央政府西南边疆治理方略的演变。本文以西南边疆政区调整、行政管理体制变化为中心，探讨

了 1900 年以来 60 多年间中央政府治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思想、政策的演变，并提出若干学术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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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65 年，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政区几度调整，仅省级政区就有两次大的变动:1900～1949 年，清朝末年在川边推行

“改土归流”，到 1939年正式设立西康省，西南边疆有西藏地方和广西省、云南省、西康省四个省级政区；1949～1965年，西

康省、广西省先后被撤销，西藏地方则经历了从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三个省级政区并

存到西藏自治区的变化，1965 年形成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三个省级政区。在省级政区调整的同时，沿边地区

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区域也有一定变化。本文以西南边疆地区政区调整、行政管理体制变化为中心，探

讨了 1900～1965年中央政府西南边疆治理思想、政策的变化，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20 世纪初期，由于列强侵略、瓜分，清王朝处于外患纷至、内忧不止之中，边疆危机不断加深。面对列强的入侵，爱国军

民奋起抵抗，有识之士也提出一系列固边守土的建议，在边疆地区变革行政管理体制、设立行省、推行新政、实现边疆民族地

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一体化”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1904 年，英军攻占拉萨，逼签不平等条约，日俄战争又在中国

东北进行，因此 1905年后变革边疆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呼声持续高涨，逐渐成为朝野上下关心边疆治理的各界人士的共识。当

时，尚未建立行省的东北地区、内外蒙古、西藏及西藏、四川、云南交界的土司辖区都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他们强调这些地

区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无论是将军、大臣、都统，还是土司、土官，或者西藏地方达赖喇嘛系统主导的政教合一体制--都难

以应对列强环视、步步逼紧的形势，只有设立行省、实现与内地“一体化”，才有可能抵抗侵略、巩固边陲。他们不仅著书、

在报刊撰文，引导舆论和公众的认识，而且上奏朝廷，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①
 

在朝野上下的推动下，清朝中央政府在西南边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05 年，派唐绍仪、张荫棠等赴印度，与英国交涉西

藏事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被杀后，派建昌道赵尔丰、四川提督马维骐率军“进剿”。1906年，清政府派张荫棠入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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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藏事”，又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西藏、四川、云南交界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到 1907年，清政府又让官员

们讨论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奏折，听取他们关于是否在边疆地区设行省及如何筹边的意见。岑春煊在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公

元 1907 年 5 月 13日)上奏清廷，建议在边疆地区开办垦务、改革官制、设立行省、划分辖区、加强边防、兴办学校等。该方案

的核心内容是在北部边疆的蒙古族地区设立热河、开平、绥远三省，“将热河、察哈尔都统，绥远城、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

科布多、西宁、西藏大臣，均改名巡抚，加兼陆军部侍郎衔”；在西南边疆分别设立川西省、西藏省，以“原来察木多地，东

括打箭炉(今康定)，南至乍丫，西至宁静(今属芒康)”的地区属于川西省，“布达拉及札什伦布、阿里”属西藏省。
②
对于这些

建议，驻藏大臣联豫认为虽然从长远看，西藏“自非改设行省不可”，但考虑内外形势，又不必改大臣为督、抚，而是通过训

练新军、设理事官等手段，以治行省之道治西藏，待水到渠成时再改为行省。
③
1908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仍兼任川

滇边务大臣，同时任命他的哥哥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希望赵尔丰能统筹安排川滇边区和西藏事务，与赵尔巽、联豫协调好关系，

以强硬手段扭转西南边疆的危急形势。但是，由于赵尔丰在川滇边区严厉镇压土司，以强硬手段推行“改土归流”，西藏僧俗

上层人士极感恐慌，极力反对他入藏，清廷在 1909年初不得不解除他的驻藏大臣职务，让他仍然担任川滇边务大臣，联豫仍然

担任驻藏办事大臣。此后，中央政府在川边、西藏采取“差异化”政策，即在川滇边区推行“改土归流”，为设立行省做准备；

在西藏采取渐进的策略，表面上不设行省，事实上又大力推行新政，以治理行省之办法进行管理。 

在中央政府和边疆地方的推动下，1911 年西南边疆地区出现新变化。一方面，“新政”在广西、云南、川边、西藏积极推

进，编练新军，创办新式学堂，发展近代邮电、交通、农牧、工矿业，或者制定了相应规划。
④
另一方面，云南、广西、西藏、

川边的行政管理体制都发生一定变化。在云南，由于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同驻云南府(今昆明市)，总督、巡抚能否统一事权，

成为清廷关心的问题。1904年，清廷最终下令裁撤巡抚一职，由云贵总督兼管巡抚事务。在广西，1905年设置钦廉道，与此前

设立的太平思顺道一起，加强对沿边地区行政、司法事务的管理，兼管通商事务和对外交涉。而且，中法战争后边疆形势发生

重大变化，有人主张把省会从桂林府(今桂林市)迁往南宁府(今南宁市)，有人提出把当时属于广东的廉州、钦州地区划归广西，

有人还建议把当时的广西南部和广东西南部划出来，单独设立一个“南海省”或“南粤省”。这些主张在当时都引起很大争议，

遭到清廷中保守派官僚和桂林籍京官的强烈反对。最后，清朝中央政府做了折中:不批准广西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廉州、钦州

地区划归广西一事再作讨论，但把广西提督由龙州移驻南宁，原来驻南宁的左江道改为关道，并在南宁增设总督、巡抚行署，

以加强边防。
⑤
 

在西藏，联豫仿照内地总督、巡抚衙门的体制，设督练公所和巡警总局，在曲水、江达、三十九族地方等基层地方设立多

名委员，把权力集中到了驻藏大臣手中，初步达到了他从十三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收回政权”的目的。在川边，赵尔

丰等积极推进“改土归流”，设立巴安府、康定府、登科府和德化、盐井县、河口县、三坝厅等 10多个州、县、厅，并在得荣、

江卡等 10 多个地方设置委员。
⑥
至此，川滇边务大臣的辖区已包括了今天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林芝

市的一部分。 

1911 年 5 月，赵尔丰奉命调任“署四川总督”，傅嵩炑代理川滇边务大臣，“改土归流”继续进行。8 月 10 日(宣统三年

闰六月十六日)，傅嵩炑向清廷上奏《请建西康行省折》，正式请求设立西康省，他指出:“边地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行，为

西藏后劲，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地处高原，对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势”，不只是和“川、滇辅车相依”，但“因鄙陋在夷，我

朝版式未廓，未及经营，仅以羁縻之方，官其酋长，作为土司，俾之世守”。他强调，在土司制度下，“以数千里之地，分二、

三十部落，皆同封建之规，虽有朝贡之名，而无臣服之实”，以致出现抗拒官府、杀害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等事件。接着，他简

要回顾 1906年后“改土归流”的过程，认为“已成建省规模”，建议新建行省名称拟定为“西康省”，他还强调，这一地区东

西 3000 多里，南北 4000 多里，建省之后可以“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一举三得，建议清廷“及时规划，改设行省”，

以便“扩充政治，底定边陲”。
⑦
这一奏折虽然是以傅嵩炑的名义上奏的，实际上是赵尔丰等人的主张，他们认为边疆民族地区

以前实行的羁縻政策、土司形同“封建之规，虽有朝贡之名，而无臣服之实”，不能真正有效地管理这些地方，只有设置省、

州、府、县，用“流官”取代土司、土官，才能实现加强统治、巩固边疆的目的。但是，此后不久，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

清政府无力过问此事，西康建省也被搁置下来。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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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国内政局不稳，列强乘机扩大对华侵略，新疆、西藏、云南、外蒙古和东北边疆

同时出现危机，边疆形势比清末更为复杂。1927 年 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1928年取代了北京的民国政府，边疆危机依然

严峻: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的大好河山沦陷，1936 年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1937

年日本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从东北边疆烧到西南边陲、南海之滨；英国乘机侵略中国西南边疆，1934 年入侵我国佤族居

住的班洪、班老等地，1941年前后阻挠中国通过察隅修筑中印公路，1944年后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中国领土，

1947年 8月又把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移交给印度政府。抗战胜利后，外蒙古独立，并在 1946年获得了中国中央政府--国民政府

的承认。因此，民国时期 30多年间边疆问题始终是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如何加强行政管理、巩固边疆则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上述背景下，无论北京民国政府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历届中央政府为稳固边疆，采取多项措施，包括:颁布 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 1914 年《中华民国约法》、1924 年《中华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明确规定西藏、内外蒙古等边疆

地区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先后设立蒙藏事务局、蒙藏院、蒙藏委员会，管理蒙古、西藏地区事务；给予蒙古、西藏等

边疆地区拥护中央、维护统一的僧俗上层人士各种奖励和荣誉，遴选其中部分人士在蒙藏事务局、蒙藏院等中央部门任职；历

届国会或全国性政治会议中都由新疆、西藏、蒙古等边疆地区遴选议员或代表，参与国家管理。与此同时，历届中央政府在边

疆地区行政管理方面出台相关政策，边疆地区的地方政府也采取一定措施。就西南边疆而言，1912 至 1949 年行政管理体制的

重要措施主要有: 

首先，广西、云南安抚沿边地区土司，同时继续进行渐进式“改土归流”，陆续设置设治局。 

云南的思普沿边行政总局就是渐进式“改土归流”的机构。辛亥革命后，柯树勋主持普洱府、思茅厅所属沿边地区政务 10

多年，他采取暂时不废除土司，而是以保护西双版纳为名，设置行政总局、分局，通过渐进方式进行“改土归流”。1913 年，

这一地区以车里为中心，设置了行政总局，又清查户口，把土司辖区设置为八个区，每个区设置一个行政分局，相当于县级政

区的行政机关。该行政总局和分局积极推行清查户口、发展近代交通和邮政、振兴商务、举办近代教育等措施，增强当地土司

和边民的国家认同感，逐步瓦解了土司政治的经济、社会基础。1926 年，柯氏病逝，其继任者徐为光强调这一地区与英、法属

地相邻，“非设县不足以固国防”，主张把八个行政分局改为县。1929 年，徐为光改任云南省民政厅长，建议在该地区设立 7

个县。这一方案获得国民政府内政部批准，1930年有所调整，决定原来八个行政分局所辖地区设置了车里、南峤、佛海、镇越、

六顺、江城、思茅 7个县和宁江设治局。
⑨
在上述过程中，原来的土司希望暂缓改县，要求恢复行政总局制度，维护自身利益，

但这些请求被驳回，云南地方坚持土司辖区与内地行政一体化的政策，该地区的“改土归流”进程基本完成。 

设治局是民国时期在边疆民族地区出现的过渡性的县级政权机构，而设治局制度萌芽于清朝末年，北京民国政府时期正式

出现“设治局”名称，它与县并列但地位略低于县，长官称为“设治员”。1931年 6月，国民政府颁布《设治局组织条例》，规

定各省未设县治的地方可以暂时设立“设治局”，待条件成熟时再改设县级机构。这些设治局在 1937年前多在东北、西北地区，

抗日战争期间西康、云南、贵州、四川、青海、新疆、宁夏、甘肃等省的设治局数量明显增加，如广西在 1942年设金秀设治局。

到 1948年，全国有设治局 39处，又以云南、西康、四川三个西南地区的省份增加较多。
⑩
西南地区的设治局多设在少数民族地

区或改土归流后的原土司辖区，如云南省在 1932～1942年先后设置过 20个设治局，即宁江、莲山、威信、金河、平河、龙武、

砚山、碧江、福贡、德钦、泸水、贡山、潞西、盈江、陇川、瑞丽、梁河、宁蒗、沧源、耿马。
○11 它们都是在废除土司或加强

边境地区管理的过程中设置的，成为 20世纪 50年代新中国在云南的边疆民族地区设立县级政区的基础。 

第二，滇、桂地方设置“殖边督办公署”，加强沿边地区的对汛管理，广西还一度调整省会驻地，从而加强对边境地区的

行政管理。 

为加强边境地区管理，1929 年云南设立第一、第二两个殖边督办署，该公署的权限包括界务、垦殖、防守和边境地区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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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实业、文化、教育、卫生等事务，必要时对边境各县、设治局的常务团队有指挥权；边境地区发生紧急事件时，可以直接

处理，再呈请省政府查核。第一殖边督办署驻腾冲，辖 12 个县、10 个行政区(设治局)。第二殖边督办署驻宁洱县，辖 13 个县

和 2个行政区(设治局)。
○12 1938年，这两个殖边督办署被撤销。 

对汛是 19世纪末期中法划定中越边界后设置的，具有维护边境治安、办理边民过境和其他交涉的职能。中国与越南邻近的

广西、云南边境地区都设立对汛督办署，1912年后广西、云南的对汛督办机构发生了一定变化，职能有所加强。
○13
在沿边土司地

区治理方面，民国时期西南边疆一些地方政府在安抚土司的同时，继续进行渐进式的“改土归流”，并调整行政区划设置，“设

治局”和云南的思普沿边行政总局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变动。 

辛亥革命后，广西省议会主张把省会迁往南宁，广西都督陆荣廷因为南宁离他的家乡武鸣更近，又能兼顾边防，支持把省

会迁往南宁。1912 年 8 月，广西都督与广西议会正式在南宁办公，南宁成为广西省会。后来，有人又主张把省会迁回桂林，却

遭到广西各界的普遍反对，南宁交通便利，有利于统筹全局，兼顾中越边境的管理就是其中的影响因素。直到 1936 年 10 月，

李宗仁等认为战争发生时南宁不便防守，才把省会由南宁迁回桂林。 

第三，历届中央政府逐步加强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在建省与“自治”的长期讨论之后，1947年在《中

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保障西藏的“自治制度”。1912 年，西藏地区形势在云南、四川两省军队“西征”后依然严峻，有人仍然

强调在西藏应该建立行省，与内地“一体化”，但是英国公开反对中国政府把西藏“视同中国一行省”，西藏建省问题还成为

中、英在西姆拉会议上交涉的内容之一。西姆拉会议后，西藏建省还是“自治”的问题引起在国内外关注和讨论，出现四种西

藏“自治”的方案。北京民国政府虽然并未完全放弃西藏建省的传统思路，但逐步地转向考虑使中央政府不仅由西藏建省逐步

转向推行“自治”。1928 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班禅系统等多次接触、沟通，不断修改西藏“自治”的设想、

规划，并在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还宣布将在“西藏地方现行之政教合一制”基础

上实行“西藏自治制度”。对于西藏自治及其体制，历届中央政府的方案有所变化，但都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西藏地方要拥护中央，在此前提下实施西藏“自治”；西藏自治的区域仅仅包括传统上的前藏、后藏，不包含青、川、滇

等省的藏族聚居区；西藏的“自治”制度是保持当时的政教合一制度，中央主持外交、国防、交通等重大事项，还派出驻藏长

官和一定人数的卫队，西藏地方政府可以办理宗教、卫生、经济、文化等事务。
○14
 

第四，中央政府逐步加强对川边地区管理，1939年正式设立西康省。
○151912年后，川边地区的行政管理机构多次调整，1912

年 9 月，国务院决定改前清的“川滇边务大臣”为“川边镇抚使”，管理原川边地区；1913 年 6 月把川边镇抚使改为“川边经

略使”。1914年 1月，中央政府下令裁撤川边经略使，改为“川边镇守使”，任命张毅为第一任川边镇守使，归四川都督(将军)

节制。此后 10 多年间，川边地区则处于“川军”、“边军”和“滇军”几派力量争夺之中，张毅、刘锐恒、殷承瓛、陈遐龄先

后出任镇守使，他们时常卷入川、滇地区的军阀混战。1925 年，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执政府下令改川边特别区域为西康特别行政

区域，撤陈遐龄镇守使职，任命四川军阀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管民政，统管军政大事。此后，“川边”改称“西康”。1927

年 6月，刘文辉又驱逐刘成勋，控制了川边地区。这十几年间，川边地区的建省问题被搁置下来，其辖境也曾因 1917～1918年

边藏战争大大退缩，原属川军驻防的恩达、昌都、同普、察雅、宁静、贡县、德格、武成、白玉、邓柯、石渠 11个县被西藏地

方控制。 

1928年 9月 17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指出“统一告成，训政开始，边远地方行政区域，亦应分别厘定”，宣布“所有热

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各区，均改为省，依照法令组织省政府”，热河、青海、西康三省区域“均仍其旧”，察哈尔、

绥远的辖境有所调整。
○16此令发布后，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迅速行动，1928 年底 1929 年初即成立了省政府，但控制着西

康的四川省主席刘文辉并不热心，仅仅成立了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1930至 1933年，西藏与西康、青海战争不仅将康、藏界限

稳定在了金沙江一线，再加上 1933年刘文辉被刘湘等军阀击败，退守川西和西康地区，不得不加快了西康建省的步伐。1934年

10 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12 月任命刘文辉为委员长。1935 年 7 月 22 日，西康建省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后，

西康建省因经费、辖区问题缓慢下来，抗战爆发后西康的地位再度提高，建省步伐加快。1939 年 1 月 1 日，西康省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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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建省，历经三十多年至此完成，这不仅是抗战期间的重大事件，有利于开发西康、巩固国防、安定后方，而且是边疆治理

的重大措施。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陆地区尚未完全解放。至 1950年 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解放了广东、广西、贵州、

四川、西康、云南六省，1951年 5月《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签订，10月解放军进驻拉萨。至此，除了台湾、少数沿

海岛屿及南海诸岛外，中国全部解放。 

在解放全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各级政权，在政区设置上既沿用元朝以来行省制，在 1955年前又有一定的

变化，并对西南边疆地区产生很大的影响: 

首先，省级政区之上设立六个“大行政区”，1954年全部撤销，各省由中央直辖。 

1949年 12月 16日，政务院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适用此组织通则)》，以法律的

形式确定大行政区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省级政区以上最高一级行政单位的地位。1949年 12 月至 1950年 6月，华北、东北、

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陆续建立，华北由中央直辖，东北设人民政府，其余 4 个行政区设军政委员会，管辖各省

级单位。当时，广西省属于中南行政区，而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于 1950 年 7 月 27 日，是各大行政区中成立最晚的一个，除了

西藏尚待解放外，它管辖着贵州省、云南省、西康省、重庆直辖市和川东、川西、川南、川北 4 个行署区，共 8 个省级政区，

下辖 41 个专区、4 个省辖市、375 个县。
○171954 年 6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

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决定撤销六大行政区，各大行政区所辖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省级政区由中央直辖。这年

12月，各大行政区先后撤销，各省级政区改由中央直接管辖。 

第二，省级政区数量经历了从增设到减少的变化，西南地区的省级政区也由多到少，并且西康省被撤销。解放战争中，省

级政区数量明显增加，主要是在原有省制的基础上又新设了一些省级政区，比如 1949年 8月在山东、河南、山西之间新设平原

省，在东北地区设置旅大行署区和抚顺市、鞍山市、沈阳市 3 个直辖市。西南地区的省级政区也进行调整，1950 年仍保留原贵

州、云南、西康 3 个省，同时撤销原四川省，设立川东行署区、川西行署区、川南行署区、川北行署区 4 个省级政区。到 1950

年底，全国共有 30个省、12个直辖市、1个地区、1个地方和内蒙古自治区，共 54个省级政区。 

1951至 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逐步撤销一些省级政区，1953年全国省级政区总数为 47个，1954年减至 32个，1955年总

数降为 30个。这些调整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撤销一些行署区，恢复省的设置，比如 1952年撤销苏北、苏南行署区，并入江

苏省；撤销川东、川西、川南、川北 4 个行署区，恢复四川省。二是撤销解放战争中新设的一些省级政区，合并建省，或者将

辖区分别划归邻近的省。比如 1954年东北地区的松江省并入黑龙江省，辽西省、辽东省合并为辽宁省。三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实

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撤销一些省级政区，设立民族自治区或自治州，或并入已有的省级政区--自治区或省。1952 年，察哈尔

省被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入邻近的山西、河北两省。1954年，绥远省被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1955年，热河省被撤销，其

辖区分别划归辽宁、河北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西康省在 1955年被撤销，属于第三种类型。1950年 4月，西康省人民政府在雅安成立，5月起全面接管西康省各级旧政权。

这年 3 月，中共西康区党委提出了在西康“实行民族平等，区域自治”的意见，不久得到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肯定，并要求西康

在整个大西南率先实行民族自治。
○186 月 15日，西康区党委在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电报中报告，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成立

西康省康东自治区人民政府，按照藏族彝族人数的多少，决定各县政权的名称和干部组成。16 日，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回复

西康区党委，原则上同意这一意见，并提醒他们“命名问题须与藏民代表人物交换意见”；原属康定的“汉人县区”可以考虑

划入雅安或其他行政区，以便更易于实施政令；凡属汉藏群居的地区可以属于自治区人民政府管辖；同意照原划县区确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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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只作个别调整。7 月 21 日，邓小平在欢迎刘格平、费孝通等率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访问讲话时就指出，“我们在西南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

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百多人。”
○19
这年 11

月，西康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24日选举产生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 

1955年 3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举行第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根据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关于行政区域

设置的有关规定，决定改“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同年 7月 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通过决议，“撤销西康省，将西康省所属行政区域划归四川省”
○20
。随后，国务院“同意西康省自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起宣布

撤销”，所属行政区域并入四川省，其中原“西康省藏族自治州”改为“甘孜藏族自治州”。
○21
 因此，自 1955年 10月 1日起，

西康省撤销，所辖区域全部并入四川省，“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则更名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1955年以后十年间，西南边疆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又有重要变化:首先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广西、西藏先后成立

省级自治区，云南、广西还成立了各级民族自治机关，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49年 9月 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章《民族政策》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各少数民族均有

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的建设事业。
○22
 

1950 年后，西南边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陆续成立各级民族自治机

关，比如 1951 年 5 月，云南成立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地方--峨山彝族自治区；8 月，广西成立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区--龙胜各

族自治区。20世纪 50年代，广西僮族(后称“壮族”)要求建立一个省级自治区的呼声不断高涨，1957年 7月 15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广西省、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1958 年 3 月，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

南宁召开，14日广西僮族自治区宣告成立。1965年，“广西僮族自治区”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西藏地区在 1951 年和平解放，出现两种性质的三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它们又都具有省级地位:一是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

会成立于 1950 年 12月 27日，具有人民民主政权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直接领导；二是西藏地方政府

(噶厦)；三是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它们都是西藏地区旧有的政教合一政权，且各自独立，都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1956年，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带有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做了大量工作。1959 年 3 月，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为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发动全面武装叛乱，28 日国务院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

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4 月 20 日，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宣布撤销，由于班禅会议堪布厅委员会

所辖区相对较小，西藏地区三个省级政权并存的格局基本结束。在平定叛乱、民主改革的过程中，西藏翻身农奴和奴隶第一次

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各级政权。1965 年 9 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

了西藏自治区自治机关及其领导人，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第三，相关省级政区的辖区有一定调整，主要有两处:一是广西与广东之间辖区的调整。今天广西东南部的钦州市、北海市

等地自清代以来就隶属于广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仍然如此，1950 年以后进行了几次调整:灵山县、合浦县在 1951

年由广东省划归广西省，1955 年复属广东省，1965 年又划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在 1950 年设市，原属广东省，1951 年划归

广西省，1955年复属广东省，1959年撤销、并入合浦县，1964年恢复设市，1965年改属广西壮族自治区。 

二是四川(含 1955年前的西康)、西藏辖区的调整。1900年以来，西藏与川边(西康)之间就多次为争夺辖区发生冲突，西康

建省后双方实际管辖的区域以金沙江为界，但于金沙江以西一部分地区也是西康省的组成部分，对此国民政府民政部也予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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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地方政府依然非常关心西藏的管辖范围是否包括所谓“大藏区”或者至少包括金沙江以东的一些地

方，关心中央在西藏地方采取什么形式的行政体制进行管理，这些问题直到 1959年 3月以前一直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商谈的

重要内容。1957 年 8 月，周恩来总理在同阿沛·阿旺晋美谈话时就比较全面阐述了中央的政策。当时，阿沛代表西藏地方政府

提出希望将金沙江东原来德格土司管辖的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范围。对此，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现在江西有几个县原来也

是归江东德格土司管的，并不是归昌都管，我们因为要使昌都完整一点，所以就将江西这几个县划归了昌都”，因此“现在自

治区的范围是前、后藏，再加昌都，我们认为这个范围很合适。此外，在青海、四川还有一些藏族，云南和甘肃也有一些。在

历史上藏族的势力曾经很大，但是我们今天确定自治区的范围就不能光根据历史，因为各民族之间要合作”，而且“这样改革

也可以分别进行”。
○23
 周总理的这一讲话，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西藏及其邻近地区历史发展的清醒认识，

也表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民族”与“区域”有机结合基础上的自治，并非仅仅是针对某一特定民族的自治。1959 年 4 月，

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宣布撤销，金沙江以西1949年以前原西康省“理论上的辖区”事实上并入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辖区。

1965 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就包括了今天西藏自治区的全部辖区，金沙江以西原西康省“理论上的辖区”正式地成为西藏

自治区的组成部分，现在则是昌都市、林芝市的一部分。 

四 

20世纪之初，在列强侵略、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清朝中央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采取川边 “改土归流”、筹设西康省和推行

新政及经济文化上的“近代化”等一系列政策。中华民国成立后，变革行政管理体制、调整行政区划仍是历届中央政府治理西

南边疆的重要政策，1939 年成立西康省，在沿边地区设置特别的行政机构，地方实力派也实施了一系列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与内

地“一体化”“近代化”的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南边疆的行政区划再次调整，西康省、广西省先后被撤销，到 1965

年形成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三个省级政区，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多个自治州、自治县。对这些调整与

变化，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思考: 

首先，西南边疆的政区设置和行政管理体制变动是边疆治理政策及其变化的组成部分，既受到不同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影响，

具有时代性特征，又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 

在 20世纪以前的数千年间，“体国经野”、设官置守已成为从先秦到清朝历代王朝管理地方的重要制度，经历了从郡县二

级制到州郡县三级制、再到省县二级制的演变。元、明、清三代，省都是中央管理地方的“高层政区”，县级政区则是基层政

区，“皇帝直接任命的地方官员到这一层为止”。
○24
 与此同时，元代以来中央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册封土著酋领，管理土地和

人民，形成中央任命的“流官”与“土司”“土官”结合、二者并存的行政管理体制。清前期就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

设置县级政区，以“流官”取代“土司”“土官”，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力图实现与内地的“一体化”。 

1840 年以后，随着列强入侵、边疆危机加深，不少人认为羁縻政策、土司制度形同“封建”，“虽有朝贡之名，而无臣服

之实”，把实行边疆与内地行政管理“一体化”视为应对危机的筹边良方，并且把行政管理的“一体化”与实施各项新政及“近

代化”措施联系起来，强调只有实行“一体化”“近代化”，才能巩固国防、加快边疆发展。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在边疆地

区建立行省、设置县级政区成为朝野上下的普遍共识，于是 20世纪初中央政府实施了东北边疆设省、川边“改土归流”政策，

而西藏和内外蒙古设省问题受到各界普遍关注。 

1912 至 1949 年，由于边疆形势依然严峻，这种主张在仍然得到不少人的认同，1939 年 1 月 1 日刘文辉在西康省成立大会

上的讲话就很有代表性。他强调西康建省有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历史意义，西康“地处极边，自昔视为瓯脱”，千百年来被

人们视为“四川徼外之地”或者“吐蕃附属之区，有其地而无其名”，历代王朝“不过加以羁縻，始终未形成一行政单位”，

建省以后“封疆明确，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将渐与内地各行省等量齐观”。二是国防意义，西康“控制三边，毗连藏印，为西

陲之门户，滇蜀之屏障，关系国防，至重至巨”，建省之后可以“内促边民之向化，外杜强邻之觊觎”。三是经济意义，西康

“地旷人稀，蕴藏极富”，过去开发利用不够，建省之后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当地人民“福利可望增进”，为国家民族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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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更大贡献。四是政治意义，抗战以来“敌骑纵横，山河残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央为坚定最后必胜之信念，表

示长期抗战之决心”，完成西康建省大计，对内可以激励军民斗志，对外“以吾国力雄厚，国情凝固之姿态，昭示世界各国”。
○25
这说明西康建省不仅与抗战爆发西南地区大后方的地位相适应，反映了西康政治、国防地位的提升，而且说明当时不少人仍然

认为边疆民族地区建省有利于实现行政管理、经济社会发展与内地的“一体化”，即边疆民族地区只有废除了土司、土官，建

立省、县等行政管理机构，才能结束千百年被“羁縻”的地位，才能“封疆明确”，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才能“渐与内地

各行省等量齐观”。 

1900～1949 年，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行政管理“一体化”的主张在不仅在西康建省过程中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界的认可，

而且在云南、广西沿边地区的渐进式“改土归流”中得以实践，多个设治局和思普沿边行政总局的成立就是成功的案例，成为

当时中央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又与清末新政、民国时期边疆地区的近代化建设紧密联系，都是

当时中央边疆治理思想、政策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一体化”“近代化”的主张、实践，今天学术界有不同的评价。笔者认

为，如果考虑到先秦以来中国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行政区划的变迁及其稳定性、连续性的特点，再考察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和

边疆危机，我们就能够较为客观地评论“一体化”“近代化”的主张和实践，既正视某些地区实践中的无视民族地区特点、加

剧边疆地方上层与中央政府矛盾以及“一体化政策的专断性、强制性和僵硬性”
○26
，又肯定有利于抵御外侮、巩固边防、促进边

疆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第二，1900年以来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一度实施行政管理上的“一体化”政策，西藏、内蒙地区又有要求“自治”的呼声。

如何看待这些“自治”呼声? 

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边疆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地区不仅处于疆土的边缘地带，战

略地位重要，近代以来更成为抵御外侮的前线，而且少数民族众多，具有民族分布上的特殊性，边疆治理的政策、措施只有兼

顾其战略性、特殊性，才能促进边疆稳固、国家统一。对此，中国古代就形成了对边疆地区“因俗而治”又因时而异的基本方

针，即中央政府主权管辖之下，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的自身特点，实行不同的治理政策、措施。秦汉至唐

宋时期在边疆民族地区采取羁縻政策，元明时期逐渐发展为土官、土司，都是基本保留该地区传统的政治制度，使当地少数民

族首领对本民族事务拥有一定的“自治权”。清朝前期在边疆民族地区--主要是西藏、蒙古、新疆地区--采取“因俗而治”政

策，同时在西南地区进行了“改土归流”。清朝末年在川藏滇交界地区再度实行“改土归流”，民国时期也曾在有土司制度残

余的地区推行这一政策。 

正是由于“改土归流”和行政管理上的“一体化”，边疆地区的僧俗上层人士对于本民族事务管理的“自治权”--无论程

度高低--逐步被剥夺，再加上“自治”“民族自决”等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1912 年以后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上层人士为维

护既得的权力和利益，他们与内地的军阀一样，都打出“自治”旗号，目的都是希望在地方“自治”的前提下获得对本地、本

民族事务管理的控制权。由于英、俄等国企图利用“自治”把西藏、蒙古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蒙古、西藏地区“自治”又成

为反动势力分裂国家的幌子，爱国上层人士则打出“自治”旗帜维护国家统一。“自治”问题的复杂性在 1912～1949 年的西藏

“自治”问题上非常显著，中国历届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爱国上层人士及英帝国主义都提出过西藏“自治”的设想

或方案，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了“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就是在中国对西藏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

维护政教合一制度，保障农奴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对于西藏下层人民来说，这种自治方案并未改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态，

当时就有人指出，西藏僧侣、官吏、民众等对于西藏“高度自治”反应不一，民众遭受“极度剥削，纵能获得自治，仍望中央

予以扶持，出诸水火”
○27
。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康、热河、广西等省先后被撤销，边疆地区陆续建立一批省级自治区，并在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结束了清末以来的行政管理“一体化”政策，建立自治州、自治县等各级民族自治机关。如何看待这些调整和变化?笔者

认为，理解这些变化的关键是如何在边疆地区行政管理上兼顾其共性和特殊性、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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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与内地相比，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且不同阶段、不同的边疆地区同样有很大的差异，1949 年前的行政管理体

制和历史传统各有特点，比如版纳是云南境内小于县、大于区的行政单位，宗、谿、卡长期就是西藏的行政单位和基层政权形

式。清末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实行的行政管理“一体化”措施，无论是建立省、县、设治局，还是在沿边地区设置

特殊的行政管理机构，都起到了巩固、加强行政管理无疑为应对边疆危机、促进边疆“近代化”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面

对边疆地区差异性和特殊性，“一体化”措施很难在各个阶段调动不同边疆地区的积极力量，尤其是调动广大民众的力量，促

进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古代“因俗而治”又因时而异的方针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同时这种方针又有其

局限性，特别是 1949年以前“因俗而治”更强调让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首领对本民族事务拥有一定“自治权”，广大人民被排除

在外。 

如何兼顾边疆地区行政管理上的共性问题和特殊性、差异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南边疆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实

践。一方面，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级政权，同时撤销西康、广西两省，广西、西藏建立省级自治区，在云南、广西的少数民

族聚居区设立自治州、自治县。截至 1965年底，西南边疆有云南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3个省级政区，广西、云南

两省境内有 8个自治州、23个自治县。
○28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的政治制度之一，正如周恩来同志所强调的，我国的民族区域自

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

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
○29  
民族区域自治在西南边疆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

兼顾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性与边疆治理的差异性，有利于发挥各族人民守卫边疆、建设边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广西、云南的

一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这些地方仍然沿续秦汉以来的“郡县制”管理体制；在调整广东、广西辖区和确定西藏与四

川、云南、青海辖界时，既强调了历史因素，又注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与“区域”有机结合基础上的自治。而且，这些

政区调整和行政体制变动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中国的治边理念，即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前提下，坚持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繁荣，与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等。 

注释： 

①孙宏年.试论十九世纪中后期西藏史地研究[J].扬州师院学报，1996，(1)；试论清朝末年国内的筹藏建议及其影响--以 1888～

1911年间论著中的建议为中心[J].达力扎布.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58～75. 

②岑春煊.统筹西北全局酌拟变通办法折.变通官制拟设民官片(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

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9:921～927. 

③联豫.遵旨复岑春煊奏陈统筹西北全局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1496～1498. 

④清末边疆地区新政研究的论著较多，如赵云田著《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苏

发祥著《清代治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23～137页)，等。 

⑤郑维宽.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策略研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29～343. 

⑥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M].成都:巴蜀书社，2004:187～189. 

⑦傅嵩炑.奏请建设西康省折.西康建省记[M].成都:四川官印刷局，1912:57～61. 

⑧《西康建省记》在傅嵩炑《奏请建设西康省折》后有文字:该奏折“系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六日由边务大臣行辕驿递成都，请川

督专差送京，已得川督回电，于七月十二日收到，未知何日专差前送，后因文报不通，未奉硃批”。这说明署四川总督赵尔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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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11 年 9 月 4日(宣统三年七月十二日)收到该奏折，此后“文报不通”，而清政府和赵尔丰都忙于镇压革命运动，即使赵尔

丰派人“专差送京”，清朝中央政府也难以顾及设置西康省一事，因此傅氏“未奉硃批”。 

⑨凌永忠.论民国时期边疆管控强化过程中的普思沿边政区改革[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4). 

⑩傅林祥，郑宝恒.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01～106. 

○11有关云南在民国时期设治局的数量，有 16 个、17 个、20 个等几种说法，本文依据为王文光、朱映占、赵永忠等著《中国西

南民族通史》(下册)，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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